
 

 

降碳与增长何以兼得？
−基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经验研究

程洪飞，李豫新，曹梦渊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　要：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将经济增长纳入气候变化的约束框架。文章基于可持续

发展视角下两难困境的现实问题，将降碳与增长纳入统一框架，通过绿色创新补偿效应与“去”资

本错配效应阐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的逻辑过程。文章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

利用 2006—2019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显著降低

碳排放并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创新补偿效应不仅发挥了绿色

技术进步的减碳作用，而且创新补偿效应能够助推城市经济增长。“去”资本过度配置能优化资本

配置结构、提升配置效率，进而降低碳排放并促进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由于城市资源禀赋特

征、能源消费偏好及环境规制强度不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破局”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文章结

论为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突破两难困境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同时有助于加深对能源转型政策

的理解，为实现“双碳”目标与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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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降碳与增长兼得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作为

全球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共同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2020年 9月中国政府宣布力争在 2030年前和 2060年前分别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并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 2022 年度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比 2020 年降低 3.8%，比 2005 年

累计下降 50.8%，2021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6.6%。①但能源消费的结构性问

题依然突出，2021 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仍超过 50%，碳排放体量巨大，由石

油、天然气和煤炭燃烧等相关活动造成的碳排放约为 105.23亿吨。②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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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数据来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2年度报告》。

 ② 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数据为作者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2》手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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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如何实施有效政策破除降碳与增长的两难困境，助力低碳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清洁技术和能源转型是降低碳排放的可持续方式（Acemoglu等，2012），抓住由技术创新和

能源绿色转型带来的竞争优势将有利于经济增长（Wang 和 Yi，2021）。新能源示范城市作为能

源转型的典型工程，计划将城市发展规划和能源绿色转型相结合，旨在推动城市新能源产业发

展、新能源技术推广和利用，调整能源供需结构进而促进清洁能源使用和清洁生产。能源转型

政策能否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科学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降碳效应与增长效应，能为破

除两难困境提供经验借鉴，对实现绿色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已有文献探讨了影响企业碳减排的因素，例如环境规制（董直庆和王辉，2021）、制度压力

（Wang 等，2019）、外部利益相关者（El-Kassar 和 Singh，2019）等外部因素以及企业内部碳定价

（朱帮助等，2021）、数字技术（杨刚强等，2023）等内部因素。另有学者试图从政策工具中寻找碳

减排的证据。作为市场型政策工具，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遵循以“市场之手”解决碳排放问题。

Zhang 等（2020）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低碳技术创新是政策发挥降

碳效应的关键（Zhu等，2019）。Huo等（2022）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降低试点城市

的碳排放，但产生了行政命令型政策成本。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作为能源清洁转型的典型工

程，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学术界较少关注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缺乏对降碳机制的深入分析，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空间。

探索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权衡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一直是

各国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之一（Nordhaus，2019；杨刚强等，2023）。绿色转型的内涵要求将经济

增长纳入气候变化的约束框架内（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22）。董直庆和王辉（2021）研究

发现，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能解决经济与环境的两难问题，促进碳减排同时提高经济效率。林

伯强（2022）指出，“双脱钩”是碳中和目标约束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可以防止出现

“杰文斯悖论”。①新能源示范城市旨在通过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向市场提供清洁能源，并改变

能源消费组合，进而从源头抑制碳排放（Lin和 Zhu，2019）。但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处在遵循成

本阶段，还是价值补偿阶段？其能否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双赢？较少有文献给出答案。

欧洲一些国家提出将新能源与城市建设相结合以实现节能减排。②关于新能源示范城市的

研究从最初的定性分析，例如概念、城市规划和建设问题（娄伟，2014），逐渐转变为定量评估政

策效应，但这类研究相对较少。例如，Yang等（2021）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

对“三废”减排的影响；李豫新等（2023）指出，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有明显

的积极影响。但较少有文献探讨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碳减排问题或经济增长问题，将两者纳

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的文献更少。与本文相似的是Wang 和 Yi（2021）的研究，该文献发现新能

源示范城市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重点考察了区域特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并

未对政策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因此，将降碳与增长纳入统一框

架，探究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如何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已有文献对碳排放、经济增长和能源转型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这为本文研究提供

了前期支持。但已有研究仅关注碳减排或经济增长，较少有文献同时探讨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

程洪飞、李豫新、曹梦渊：降碳与增长何以兼得？

 ① “杰文斯悖论”指由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节约的能源被生产规模扩大增加的能源消耗所抵消。

 ② 例如，1988年欧洲提出的能源城市奖对城市可再生能源应用和节能进行综合认证，2008年欧盟的市长盟约行动支持地方开展可持续

能源发展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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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碳效应与增长效应，对解决碳排放约束框架下的经济增长问题的政策研究不足，更缺乏对

政策机制的深入分析。作为行政命令型政策工具和典型试点工程，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否破

除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困局？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协调统一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科学

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效应并回答上述问题对推进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

意义。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从两难困境下的现实问题出发，将降碳与增长纳入统一框架，从技

术进步视角下绿色创新补偿效应和结构优化视角下“去”资本错配效应分析新能源示范城市政

策影响碳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将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实证检验该政策

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绿色创新补偿效应和

“去”资本过度配置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异质性分析发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在资源相对匮

乏、偏好电能消费、环境规制较严格的示范城市中双赢作用更明显。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两难困境的现实问题，将碳排放

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框架，基于绿色创新补偿效应和“去”资本错配效应阐释了新能源示范城

市政策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的内在机制，丰富了能源转型政策工具的理论分析，补充了宏观经

济政策应用于城市层面的理论研究。第二，利用政策形成的外生冲击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

如何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这能更加准确地识别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与碳排放、经济增长之间

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对比实质性绿色创新与一般性绿色创新、资本过度配置和资本配置不足的

不同影响，有助于揭示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内在机制，也为政府推进能源转型和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经验证据与有效的政策工具。第三，从资源禀赋、消费偏好和环境规制三方面分析新能

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异质性影响，拓展了政策评估的研究方向，有助于全面总结新能源示范城市

政策经验以及完善和推广能源转型政策。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数

据处理、变量说明及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包括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

机制检验；第六部分为异质性分析；第七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政策背景

能源转型是有效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工具，其中可再生能源是减少环境污染、缓解气候

变化的关键。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京都议定书》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

制，其中之一即为清洁发展机制。中国致力于清洁能源发展并积极推动碳减排。2005年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

《可再生能源法》），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从供需双侧改善能源结构。为贯彻落实

《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等具体

目标。在此之后，可再生能源发展被专门写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

出了具体的规划目标。

随着环境和气候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中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

积极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落实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央提出了新能源示范城

市的概念，并于 2012年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了示范城市的申报工作。新能源示范城市以新能

源与城市建设相融合为理念，将能源供给与消耗纳入城市规划，目的是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新能源技术推广与利用，改善城市能源利用结构，逐渐放弃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

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新能源示范城市的申报方式兼具“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特征，由中央授权，然后由地方政府自主申请，最后再由中央政府审核和批准（庄贵

  2024 年第 7 期

•  128  •



阳，2020；李豫新等，2023）。根据《新能源示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试行）》，申报新能源示

范城市必须满足基本条件，即城市综合能力达标和城市新能源利用基础达标，这是申报工作的

前提。国家能源局根据基本条件和评价指标等标准对申报对象进行评价，并于 2014年 1月公布

了第一批新能源示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名单，包括北京市昌平区、河北省承德市等 81个城市以

及中新天津生态城等 8个产业园区，同时对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二）理论机制

新能源示范城市的申报流程与规划措施表明该政策具有弱激励与弱约束特征，是环境规制

在空间上的有机组合（李豫新等，2023）。本文根据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特征，从绿色创新补

偿效应和“去”资本错配效应阐述该政策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的理论机制。

1. 绿色创新补偿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双重外部性（李文健等，2022），且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

这导致市场主体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观能动性不足，因此环境监管成为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

力（Borghesi等，2015）。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是依托于城市空间的环境规制组合，具有引导性和

约束性。从引导的角度看，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旨在引导清洁技术推广与利用，并且《新能源示

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试行）》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设立专项资金进行支持，例如成立新能

源产业发展基金，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等进行现金奖励或税收减免。政府财政支

持具有风险分担与投资引导作用（李豫新等，2023）。从约束的角度看，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明

确提出约束性发展指标，包括能源消费约束、能源消耗强度约束和环境污染约束等，而且明确

指出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目标的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约束性特征使得新能源产

业的污染环节或非新能源产业等积极开发绿色技术，形成约束促进效应。对使用化石燃料等不

可再生能源的部门，能源价格上涨或者对能源消耗的限制可能会鼓励该部门进行清洁技术研究

（Acemoglu等，2012）。李豫新等（2023）的研究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通过地方政府的激励

与约束行为产生了积极的绿色创新效应，显著提高了示范城市的绿色发明创新活力。

波特假说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可以产生补偿效应。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开展绿色技

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价值增值能够弥补创新产生的额外成本，并形成补偿效应，进而

产生积极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Porter和 van der Linde，1995）。补偿效应将在企业内部与外部

之间建立良性循环。绿色技术创新补偿效应是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的关键因素。从降碳效应

看，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以源头减碳为主，包括利用新能源技术和清洁能源改

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等。Lin和 Zhu（2019）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

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抑制碳排放；Destek和 Aslan（2020）指出，增加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

对全球碳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绿色技术进步的另一个好处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能耗强度，这是从源头解决碳排放问题的关键（Wu 等，2017）。林伯强和孙传旺（2011）指
出，能耗强度是碳减排最重要的因素，清洁能源使用和节能是主要手段。从增长效应看，绿色创

新可以提高产品或服务价值，以抵消环境投资的成本（Chang，2011）；它还可以产生创新补偿效

应增加净收入，并提高企业生产率（Yang 等，2012；Chakraborty 和 Chatterjee，2017）。不仅如此，

绿色创新可以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和价值，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Sadikoglu和 Zehir，2010）；绿
色创新为企业贴上绿色环保标签进而提升企业声誉和绿色品牌效应，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

求，这种间接引致需求会从需求端影响产品市场。根据成本和收益框架，绿色技术进步降低了

企业能源使用成本和减排成本，绿色创新的补偿效应和间接引致需求效应提升了企业收益，促

进城市经济增长。邵帅等（2022）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通过“技术红利”效应促进区域碳排放

绩效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程洪飞、李豫新、曹梦渊：降碳与增长何以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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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有效抑制碳排放并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

假说 2：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通过绿色创新补偿效应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

2. “去”资本错配效应

以往在重工业战略导向下资本被过度配置到重工业部门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Chang等，
2015），尤其是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业（林毅夫和陈斌开，2013；姚鹏和李金泽，

2023）。资源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孙传旺和林伯

强，2014），降低重工业部门资本扭曲程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碳排

放。经济结构变化的背后是要素配置的转变，因此本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与“引产

业”角度阐释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去”资本错配效应。“去产能”即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

的企业退出市场、转移或转型升级。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约束性特征使得城市去产能，根据

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优化资本配置、释放产能。命令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导致的“硬约束”对市

场主体的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企业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关闭、转移或转型升级的行为决策（蒋伏

心等，2013；Milani，2017），加剧了市场的优胜劣汰。对于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企业来说，

使其根据市场化退出机制选择关闭和停产，降低资本在低效行业过度配置进而释放资本。对于

基础较好的企业，政府帮助其完成重组或转型升级，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韩超等（2017）的研

究表明，环境规制等约束性手段降低了资本错配水平；姚鹏和李金泽（2023）也指出，资源约束将

抑制资本过度配置。“引产业”指投资引导和发展新能源产业或清洁生产企业，调动各类投资主

体和需求主体的积极性。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明确提出，财政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激励

措施可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红利和更好的新能源市场环境吸引相关产业来示范城市发

展。刘秉镰和孙鹏博（2023）指出，偏向性扶持行为会产生投资示范效应。“去产能”释放的资本

在投资示范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进入新能源行业或其他清洁生产企业。另外，硬性约束指

标可以避免引入新能源产业的高能耗、高污染环节。

通过供给侧“去产能”与“引产业”的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本错配程度、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进而促增长、助降碳。“去产能”抑制资本过度配置、释放低效资本，这不仅减少了污染企业的

生产活动，而且降低了现有企业的化石能源消耗及能耗强度，提升能源清洁化利用水平进而直

接降低市场主体碳排放。“引产业”通过投资引导与调整优化了示范城市的资本配置结构，提高

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随着新能源产业发展，可持续竞争优势和就业效应促

使人力资本与清洁生产企业空间积聚，逐渐延长和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华岳和叶芸，2023），降
碳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 3：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通过“去”资本错配效应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样本与处理

考虑到 2006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 《可再生能源法 》可能对政策评估产生影响，本文以

2006—2019年 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虽然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公布时间

是 2014 年 1 月，但根据示范城市的申报流程，该政策在开始申报之后、政策公布之前已经对示

范城市产生了影响。①因此，本文将时间节点定为 2013 年，即 2006—2012 年为政策出台前的年

  2024 年第 7 期

 ① 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公布时间是 2014年 1月 8日，其公布所参考数据是 2013年，而且本文样本所用数据是以年底统计数据为准。

因此，2014年 1月 8日公布新能源示范城市已经对 2014年产生影响，并导致 2014年底数据变化。如果以 2014年为起始年份，将忽略其对当

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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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2013—2019年设置为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执行年份。在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时，根据政策

将入选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将未入选的城市作为对照组。最终数据包括 60个
新能源示范城市和 206个非新能源示范城市。①

经济增长和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

中涉及货币类的绝对指标以 2003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涉及货币单位转换的变量以当年人

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进行换算；各个省份能源消耗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省的碳

排放数据来自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省份和地级市夜间灯光数据来自 Harvard Dataverse；
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分别拟合省份碳排放数据、能源消耗数据进而获得地级市碳排放量和能源消

耗量（史丹和李少林，2020；薛飞和陈煦，2022）；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来自中国开放数据平台

（CnOpenData）；环境规制数据来自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运用 python 获取环保相关词频，以环保

词频占总词频的百分比表示环境规制强度；②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剔除了新能源示范产

业园区所在城市，在稳健性检验时增加这部分样本。

（二）模型设定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识别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降碳效

应与增长效应。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LnRGDPit = α0+β0DIDit +γ0Xit +λi+ θt +δit （1）

LnCO2it = α1+β1DIDit +γ1Zit +λi+ θt +δit （2）

RCO2it = α2+β2DIDit +γ2Tit +λi+ θt +δit （3）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LnRGDP 是城市经济实际产出的自然对数；LnCO2 是城市表

观碳排放量的自然对数；RCO2 是碳排放强度，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实际 GDP 的比值表示。

DIDit=policyi×timet，policy 表示政策虚拟变量，若为示范城市则赋值 1，否则赋值 0；time 为时间虚

拟变量，2013年及之后为 1，2013年之前为 0。X、Z、T 分别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λi 和 θt 分别表

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δ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定义和数据描述

被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城市经济实际产出（LnRGDP）和城市碳排放（LnCO2），为进一步观察

和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还包括碳排放强度（RCO2）。由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缺乏地级市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数据。借鉴史丹和李少林（2020）、张兵兵等（2021）的研究，以省级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数据为基础，运用夜间灯光数据拟合得到地级市能源消耗和表观碳排放数据。以不含截

距项的线性模型分别拟合夜间灯光数据和省级能源消耗、碳排放数据，然后采用 Top-down估计

法得到地级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数据。③

在控制变量方面，式（1）考察增长效应，主要包括：资本投入（Lnk），以 2003年为基期，运用

固定资本永续盘存法计算所得；劳动投入（Lnl），以年末城镇就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产业

结构（ins），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进出口

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ups），以城镇居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式（2）
考察降碳效应，主要包括：碳汇水平（Lnlvdi），以城市绿地面积的自然对数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程洪飞、李豫新、曹梦渊：降碳与增长何以兼得？

 ① 剔除了以下样本：第一，新能源产业园区所在城市；第二，相关变量存在较多缺失值的城市；第三，县级市获批新能源示范城市而其所

属地级市未获批的城市。

 ② 环保词频具体包括“低碳”“环境保护”“绿色”“PM2.5”“生态”“减排”“二氧化碳”“PM10”等。

 ③ 限于篇幅，具体方法未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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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城镇化水平（ups）；经济发展水平（Lnedl），以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表示；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以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表示；城市人口密度（Lnpdensity），以城市人口密度

的自然对数衡量。

机制变量包括绿色技术创新（giv、givs）和资本错配（gammak）。借鉴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的研究，将绿色创新区分为实质性创新（giv）和一般性创新（givs），分别以城市每万人绿色发明

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表示。采用绿色专利申请量而非授权量的原因在于：专利授权

可能受到行政审批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而专利申请数量则更直接地体现了市场主体对政策干预

的反应。借鉴 Restuccia和 Rogerson（2013）、姚鹏和李金泽（2023）的研究，运用式（4）计算城市资

本错配指数：

gammaki =

(Ki

K

)
/

(
siβKi

sβK

)
（4）

其中，si 表示城市 i 的产出占全部样本产出的份额；βKi 表示资本产出弹性；sβK 表示加权的资本产

出贡献值；Ki/K 表示城市 i 实际使用的资本份额。若 gammak 大于 1，表示资本过度配置，若小于

1则表示资本配置不足。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增长 LnRGDP 3 724 15.843 0.940 13.016 19.167

碳排放 LnCO2 3 724 7.500 1.091 4.072 10.632

碳排放强度 RCO2 3 724 3.252 3.334 0.268 30.633

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 DID 3 724 0.113 0.316 0 1

资本投入 Lnk 3 724 17.080 1.040 14.341 20.401

劳动投入 Lnl 3 724 7.512 4.723 1.437 16.105

产业结构 ins 3 724 0.916 0.511 0.094 5.168

碳汇水平 Lnlvdi 3 724 8.094 1.080 3.135 12.715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3 724 0.214 1.185 0 69.147

城镇化水平 ups 3 724 51.415 16.021 15.279 100

经济发展水平 Lnedl 3 724 10.353 0.719 7.834 13.004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ment 3 724 0.760 0.350 0.051 10.140

城市人口密度 Lnpdensity 3 724 5.731 0.910 1.548 7.923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报告了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3）

未加入控制变量，列（2）和列（4）加入了控制变量，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由

列（2）和列（4）可知，DID 对经济增长（LnRGDP）的影响为 0.033，对碳排放（LnCO2）的影响为

−0.119，结果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实现了降

碳与增长兼得，验证了假说 1。表 2列（5）显示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强

度。结合列（2）和列（4）的结果可知，降碳与增长兼得是碳排放强度降低的原因，同时初步说明

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结合前述理论分析，可能的原因是政策发挥绿色创新补偿效应和“去”

资本错配效应，进而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但具体的机制需要在后文中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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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LnRGDP LnCO2 RCO2

（1） （2） （3） （4） （5）

DID 0.036*** 0.033*** −0.112*** −0.119*** −0.320***

（0.011） （0.009） （0.021） （0.020） （0.1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3 724

Adj-R2 0.979 0.987 0.937 0.940 0.81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包括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

效应，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准确评估政策效应的前提是在政策实施之前各组之间具有相同的变化

趋势或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Harris和 Skeels，2011）。因此，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是双重差分

估计方法的前提。借鉴 Deschênes等（2017）的研究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Yit = α+
∑6

t=−6
βt policyi× yeart +γcontrolit +λi+ θt +δit （5）

其中，Y 分别表示经济增长（LnRGDP）和碳排放（LnCO2）；year 是时间虚拟变量；policy 表示政策

虚拟变量，示范城市和非示范城市分别赋值 1、0；β t 是对应年份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系数，

control 表示对应回归的控制变量，其他变量同式（1）。

以 2013年为政策冲击节点（第“0”期），以政策实施前第 7年（2006年）为基期，考察政策实

施前后 6年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的差异。①图 1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 6年的回归系数均不显

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从动态影响看，降碳效应具有明显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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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②

1.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其他可能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在 266个样本城市中进行 1 000

次随机抽样，每次抽样随机分配 60个示范城市和 206个非示范城市，然后分别按式（1）和式（2）

回归得到 1 000个估计值。结果证明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程洪飞、李豫新、曹梦渊：降碳与增长何以兼得？

 ① 以政策实施前 1年（2012年）为基期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限于篇幅，未在文中展示，留存备索。

 ② 限于篇幅，省略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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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事实检验

构建虚假的政策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如果回归结果不显著则可以反向说明基准回归是相对

稳健的。将政策实施时间分别提前 2 年（2011）和 4 年（2009），以 DID_2 和 DID_4 为政策冲击，

并按照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证明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3. PSM-DID 估计

为了确保示范城市和非示范城市在政策实施前具备近似相同的个体特征，本文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PSM）进行样本再选择。以控制变量为样本匹配的识别特征，对示范城市和非示范城

市进行卡尺内的 K 近邻匹配，根据匹配得分构建新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并按照基准模型进行回

归。结果证明基准回归是稳健的。

4. 增加产业园区试点所在城市

考虑到产业园区试点不足以代表整个城市，本文在处理数据时剔除了新能源产业园区试点

所在城市。作为稳健性检验，重新纳入产业园区试点所在城市，并将这些城市归为示范城市。此

时样本中示范城市变为 68个，非示范城市仍然为 206个，并按照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进一

步证明了基准结论是稳健的。

5.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为了排除创新城市（CX）、智慧城市（ZH）和低碳城市（DT）政策的影响，本文构建相应的政

策虚拟变量，并分别将虚拟变量纳入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回归

结果与基本结论一致。

6. 控制特征差异以缓解内生性

为了解决示范城市非完全随机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借鉴宋弘等（2019）的研究控制城市

特征因素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在基准回归中加入是否北方城市、年平均日照时长、是否两控区

城市与时间线性趋势的交互项。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五、机制检验

普通的结构方程模型仅依靠传统的外生性假设来识别中介效应的因果机制，可能导致有偏

的估计结果（江艇，2022）。由于新能源示范城市评选标准和依据并不依赖于绿色创新水平和资

本错配程度，因此双重差分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为了验证新能源示范城市政

策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Mit = α3+β3DIDit +γ3controlit +λi+ θt +δit （6）

其中，M 分别表示绿色创新（giv、givs）、资本错配（gammak）；其他内容的含义与式（1）和式（5）

相同。

式（6）能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但无法体现“补偿效应”。为

了间接说明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补偿效应”，采用如下方法进行检验：以 2013 年之前绿色技

术创新总量的均值为依据，按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并构造绿色技术创新虚拟变量，对

于高的组赋值为 1，对于低的组则赋值为 0，将其与政策冲击变量 DID 交叉相乘得到三重差分变

量 DDD。该方法的检验思路是：用式（6）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然后用政策冲击之前的绿色技术创新分组去检验绿色技术创新总量对示范城市政策促增长作

用的影响，从而说明绿色技术创新在新能源示范城市中能产生补偿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具体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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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RGDPit = α4+β4DDDit +γ4Xit +λi+ θt +δit （7）

其中，DDD 是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DID）与绿色技术创新总量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他内

容的含义与式（1）相同。

（一）绿色创新补偿效应

本文将绿色创新区分为实质性创新和一般性创新以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

补偿效应。由表 3列（1）和列（2）的结果可知，实质性绿色创新（giv）和一般性绿色创新（givs）的
回归系数分别为 0.490、0.326，且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促

进了绿色技术创新“量质齐升”。表 3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三重差分变量（DDD）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绿色技术创新总量越多，越能强化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促增长作

用。综合来看，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绿色创新补偿效应能

够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
 
 

表 3    机制检验：绿色创新补偿效应

全样本 全样本 仅示范城市

giv givs LnRGDP LnRGDP

（1） （2） （3） （4）

DID 0.490*** 0.326***

（0.087） （0.068）

DDD 0.076*** 0.089***

（0.010） （0.0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724 3 724 3 724 840

Adj-R2 0.682 0.686 0.987 0.987
 

上述结论验证了理论假说 2，即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产生了绿色创新补偿效应，降碳的同

时促进经济增长。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引导示范效应和约束促进效应有利于城市绿色技术创

新，通过源头控制能有效降低碳排放。技术创新表现为价值补偿，绿色技术进步不仅可以产生

普通的“技术红利”，而且其绿色属性能够提升竞争优势并带来额外的价值增值，进而促进经济

增长。这一结论支持Wang和 Yi（2021）的研究，但其并未检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影响绿色经

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本文拓展并深化了已有研究。

（二）“去”资本错配效应

本文根据资本错配程度将样本区分为资本过度配置和资本配置不足。由表 4列（1）的回归

结果可知，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资本过度配置（gammak）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回归系数为

−0.068，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此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去”资本过

度配置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抑制碳排放。表 4列（2）的结果显示，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

资本配置不足的影响不明显，不能缓解资本配置不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上述结论验

证了理论假说 3，即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去”资本错配效应表现为有效抑制资本过度配置，

对资本配置不足的影响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产能”和“引产业”发挥了资本再配置作用，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进一步优化示范城市资

本配置结构。但是进入新能源产业或其他相对清洁、高效行业的资本可能主要来自“去产能”释

放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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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机制检验：“去”资本错配效应

gammak>1 gammak<1

（1） （2）

DID −0.068*** −0.014

（0.016）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224 1 474

Adj-R2 0.668 0.800
 

六、异质性分析
①

（一）资源禀赋特征

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国发 〔2013〕 45 号）划分的全国城市资源类型，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

为 109个资源型城市和 157个非资源型城市。根据回归结果，对于非资源型城市来说，新能源示

范城市政策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了碳排放，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政

策效应主要体现在降碳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新能源示范

城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资源禀赋异质性；但对碳排放影响的差异不显著。可能

的原因在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城市存在较高的能源使用成本，对新能源政策的需求更强、积极

性更高，更容易通过政策措施实现能源转型（李豫新等，2023）；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容易产生锁

定效应和路径依赖，挤压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弱化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增长效应（李江

龙和徐斌，2018；Wang等，2022）。
（二）能源消费偏好②

从目前新能源示范城市的规划与发展看，新能源主要包括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以电为主

的清洁能源。因此，对电能消费的偏好不同可能会影响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作用效果。本文

以电能消耗占能源消耗的比重表示城市能源消费偏好特征，该值越大表示城市越倾向于消费电

能，越小则表示更偏好其他能源。根据回归结果，在偏好电能消费的城市中，新能源示范城市政

策能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对于非偏好电能的城市，政策冲击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对碳排放

的影响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两组样本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原因可能与新能源的供给与消费有关。目前新能源

供给以电能为主，但储能成本和传输成本均较高。如果城市偏好电能消费，则更有利于减少化

石能源消耗，并增加以电能为主的清洁能源消耗，从而有助于降低碳排放（Wu等，2019）。
（三）环境规制强度

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是一种环境规制。因此，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因地方政府实施政策的努

力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而环境约束性不同可能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根

据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词频占比将样本区分为高环境规制强度和低环境规制

强度。根据回归结果，在高环境规制强度下，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碳

排放；在低环境规制强度下，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降碳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组间系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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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限于篇幅，省略图表分析，留存备索。

 ② 以 2013年之前能源消费偏好样本均值为依据，按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偏好电能与非偏好电能两组进行分组回归，并根据组间系数差异

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的分组方法与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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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检验表明，至少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支持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存在异质性影响的结论。这

表明，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更易发挥降碳效应与增长效应。该结论支持

了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验证了波特假说。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应对气候变化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能源清洁绿色转型是重

要手段。本文立足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两难困境的

现实问题，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框架，试图从理论层面阐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如何

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的逻辑过程。本文利用 2006—2019 年中国 26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

据，实证检验该政策的降碳效应与增长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机制和异质性问题。研究发

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能有效抑制碳排放并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在经过平

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了不可观测因素、缓解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

结论依然成立。动态检验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降碳效应具有明显的持续性。机制分析

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通过绿色创新补偿效应和“去”资本错配效应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

长双赢，但“去”资本错配效应以抑制资本过度配置的方式发挥作用，缓解资本配置不足的作用

不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总结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经验，推动能源转型。能源转型和清洁生产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绿色可持续方式，而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具有明显的双赢效应。因此，政府应系统性地总

结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经验并推广学习，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的评选

标准和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改进的案例并有序扩大试点范围。但是盲目地扩大试点范围而忽

视政策的长效性可能会产生行政命令型政策成本和沉没成本。因此，应增强政策的稳定性、连

续性和长效性，以现有的新能源示范城市形成有效的示范效应。以示范效应激发非示范城市的

自主性和能动性，深化示范城市间、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的政策合作与新能源技术推广利

用，支持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新能源建设。

其次，以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为手段，强化政策的双赢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创新补偿

效应和“去”资本错配效应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进而实现降碳与增长兼得。因此，需要从

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去”资本错配着手，更好发挥政策的双赢作用。第一，中央政府应强化与

新能源示范城市的有机联系与衔接联动性，完善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激励，为绿色技术创新尤其

是新能源技术开发与推广提供专项资金。第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和地方公共服

务的提供者，应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和绿色融资平台建设，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基础保障。由于

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地方政府应制定绿色创新的利益补偿机制，弱化外部性的同时激

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基础上，有效发挥市场作用，以市场机制进一步促进绿色创新发展。

第三，地方政府应按市场机制有序引导企业退出和进入。同时，应制定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虽

然机制分析体现了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的共同作用，但应注重由“结构红利”向可持续的“技术

红利”有序过渡。另外，地方政府仍应做好节能和“双脱钩”工作，在能源消耗的约束框架下进

行经济发展规划，防止出现“杰文斯悖论”。

最后，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政策，提升政策的边际效应。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

和运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城市节能体系，制定差异化的政策组合。

针对资源丰富、偏好化石能源消耗的城市，地方政府应适当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加快淘汰城市

煤电等落后产能，引导其有序退场或转型升级进而提高新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应该转变企业

和公众的能源消费观念，利用新能源产能来缓解能源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进而提升政策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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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费偏好特征下的边际效应，这对于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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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ake Carbon Reduction Compatible with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New Energy

Demonstration City Policy

Cheng Hongfei,  Li Yuxin,  Cao Meng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China)

Summary: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require that economic growth must be integ-

rat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climate change. How to implement effective policie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between carbon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hina has proposed the new energy demonstration city

(NEDC) policy, which plans to combine clean energy with urban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energy transition.

Whether and how the NEDC policy can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mains to be

tested.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carbon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constructs a

DID model based on the NEDC policy, and uses the data of cities at and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from 2006

to 2019 for empirical test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NEDC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green innovation compensation effect not only

plays the role of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 in carbon reduction, but also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e cap-

ital misallocation eliminating effect optimizes the capital allocation structure and improves the allocation effi-

ciency, thereby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while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The findings lead to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Fir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eeds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DC polic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at a higher level,

further optimize the selection criteria for NEDC pilots, and form replicable case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pilots

in an orderly manner. Second,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green growth effect of

policies, do a good job in energy saving and “double decoupling”. Third,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develop a

differentiated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o as to enhance the marginal effect of

policies, and replace effective space for the deep use of new energy.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

tions: First, the integr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to the unified framework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NEDC policy,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nergy transition policies.

Second, it accurately identifi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DC policy, carbon emissions, and eco-

nomic growth, providing effective policy tools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rd,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policy evalua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DC policy.

Key words:  new energy demonstration city； carbon re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green innovation

compensation； capital misallocation；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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